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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作为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未达到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应承担的水平。上海中心城区可

借鉴东京都 23 区的做法，成为承载全球城市四大功能的核心区域，进一步实现产业及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集聚质量

的提升；郊区新城要加快吸引人口流入的步伐，实现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及能力升级，逐步成为长三角城市网络体

系中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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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人口发展历程及其规律 

(一)人口规模及其占全国比重演化 

以日本东京都为例重点分析。第一阶段(1945—1965 年),东京都人口快速集聚。日本城市化率达到 70%之前，东京都人口规

模及占全国比重同步增加，从 1945 年的 348.83 万人、4.83%逐步提升到 1965年的 1086.92万人、10.99%(最高值),20 年增加了

近 740 万人。 

第二阶段(1966—1997 年),东京都人口缓慢增长、缩减及占全国比重开始下降阶段。自 1966 年起，东京都人口规模开始缓

慢增长，同时占全国比重持续下降。从 1992 年开始，东京都出现人口规模及占全国比重双降现象。东京都人口规模最低的是1995

年的 1177.36万人，占全国比重最低的是 1996年的 9.37%。这一阶段总共持续了 30年。 

第三阶段(1998 年至今),东京都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张及人口空间再集聚阶段。1998 年东京都人口规模达到 1188.19 万人，

超过前期的最高值后仍逐步增加到 2018 年的 1384.34 万人；2010 年后日本全国人口规模在减少，使东京都人口集聚的特征更加

明显，同时其占全国比重也从 1998年的 9.4%逐步上升到 2018年的 10.94%,这种情景是在日本城市化率达到 80%后出现的。日本、

东京都及中心城区(23 区)人口变化情况见表 1。 

表 1日本、东京都及中心城区(23 区)人口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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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日本 

总人口/ 

万人 

东京都 

人口/ 

万人 

东京都 

人口 

占全国 

比重/% 

中心城 

区人口/ 

万人 

中心城 

区人口 

占东京都 

比重/% 

1920 5596.30 369.94 6.61 335.82 90.78 

1925 5973.70 448.51 7.51 410.91 91.62 

1930 6445.00 540.87 8.39 498.69 92.20 

1935 6925.40 636.99 9.20 589.59 92.56 

1940 7193.30 735.50 10.22 677.88 92.17 

1944 7380.00 723.85 9.81 655.82 90.60 

1945 7220.00 348.83 4.83 277.70 79.61 

1946 7580.00 418.31 5.52 344.21 82.29 

1947 7749.00 500.08 6.45 417.76 83.54 

1948 7950.00 541.79 6.81 455.56 84.08 

1950 8359.80 627.75 7.51 538.51 85.78 

1955 8978.60 803.71 8.95 696.91 86.71 

1960 9250.06 968.38 10.47 831.00 85.81 

1965 9888.30 1086.92 10.99 889.31 81.82 

1970 10434.50 1140.81 10.93 884.09 77.50 

1975 11194.00 1167.36 10.43 864.65 74.07 

1980 11678.20 1161.83 9.95 835.19 71.89 

1985 12075.40 1182.94 9.80 835.46 70.63 

1990 12353.70 1185.56 9.60 816.36 68.86 

1991 12392.80 1187.86 9.59 814.90 68.60 

1995 12543.90 1177.36 9.39 796.76 67.67 

1996 12571.10 1178.23 9.37 796.79 67.58 

1997 12601.10 1182.36 9.38 799.15 67.50 

1998 12634.90 1188.19 9.40 803.03 67.46 

2000 12684.30 1206.41 9.51 813.47 6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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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2777.30 1257.66 9.84 848.97 67.50 

2010 12807.00 1315.94 10.28 894.57 67.98 

2014 12727.60 1339.81 10.53 916.80 68.43 

2015 12714.10 1351.53 10.63 927.27 68.61 

2016 12699.45 1363.62 10.74 937.53 68.75 

2017 12678.58 1374.29 10.84 946.75 68.89 

2018 12652.91 1384.34 10.94 955.59 69.03 

 

美国纽约与英国伦敦的人口发展情况也基本符合这个规律。1950 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 64%时，纽约人口达到初始峰值，

占全国比重达到 5.2%的较高水平(最高值是 1940年的 5.74%);1951 年后出现人口规模缩减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1980 年，持续缩

减了 30 年。1980 年后，纽约人口规模再次出现上涨趋势，只是到 2000 年才超过前期最高值。这时，美国城市化率已近 80%的

水平。尽管纽约人口规模超过前期峰值，但占全国比重则基本处于下降趋势，2017 年占比下降到 2.62%。伦敦的人口情况也是

如此，1951 年，英国城市化率超过 70%,伦敦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到当时的峰值 816 万人，占全国比重达到 16.2%(最高值是 1931

年的 19.1%)。随后，伦敦人口规模开始下降，从 1951 年的 816 万人持续减少至 1981 年的 661 万人，经历了近 30年的人口缩减

阶段；此后开始逐步回升，2011 年达到 817 万人，超过前期峰值。这时，国家城市化率为 81.3%。2017 年，伦敦人口规模持续

上升，达到 885 万人，但占全国比重下降至 13.4%。 

(二)人口空间分布演化 

在东京都内部，中心城区(23 区)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与东京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一致。在人

口增长率方面，1955 年前，东京都及其内部中心城区与郊区人口增长率波动较大。1955 年，中心城区人口增长率与东京都人口

增长率达到峰值 29.42%和 28.03%,中心城区与郊区人口比例达到次峰值 6.53%。郊区人口增长率滞后于东京都与中心城区人口增

长率，并于 1965 年达到峰值 43.85%。此后，东京都及内部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人口增长率在 2000 年后逐步趋同，并逐渐趋向于

零。2018 年，东京都及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人口增长率分别降至 0.73%、0.93%和 0.28%(图 1)。 

在人口密度方面，自 1920 年以来，东京都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东京都人口密度>郊区人口密度，直至 2018 年东京都人口依

旧集中于中心城区。1955年之前，东京都郊区人口密度增长非常缓慢，东京都中心城区与郊区人口密度比例于 1935 年达到峰值

(12.44)。1955—2000年，东京都郊区人口密度逐渐增长，郊区人口增长率于 1957年超过中心城区的人口增长率。在这 45年间，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与郊区人口密度之比逐渐降低，于 2000 年达到最低值 2.07。2000 年后，郊区人口密度基本保持不变，中心

城区人口密度逐年增加，至 2018年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与郊区人口密度之比增长至 2.23(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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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东京人口增长率 

 

图 2东京人口密度情况 

(三)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人口比重演化 

从表 1 可以看出，东京都中心城区的人口比重一直非常高，尽管该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 1920—1944 年的占比 90%以上，

逐步下降到 1945—1965 年的占比 80%以上、1966—1985 年的占比 70%以上、1986 年以后的占比 60%以上；但近年来，中心城区

的占比从 2000年的 67.43%逐步上升到 2018年的 69.03%。中心城区人口始终占据绝对比重，且中心城区人口比重的变化与国家

经济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阶段基本吻合。 

(四)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发展基本遵循的一般规律 

分析总结东京、纽约、伦敦等发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人口规模与结构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其人口规模发展大多经历 3 个阶

段，即遵循“快速集聚—缓慢缩减—再次集聚”的一般规律。 

一是人口规模扩张及空间集聚阶段。这基本发生在国家城市化水平快速增长阶段(即国家城市化率30%～70%之间),国家经济

中心城市由于其经济快速增长吸引大量的人口流入，使人口规模及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也即人口规模与占全国比重“双

升”阶段。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城市的核心区域，如东京的中心城区(23 区)、纽约的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及曼哈顿区及上海的

中心城区。 

二是人口规模达到初始峰值后出现缩减及空间相对分散阶段，但集中仍是主要特征。其基本标志是国家城市化率在 75%左右

时，国家经济中心城市由于自身较高的城市化率会出现“逆城市化”或者“郊区化”现象，人口甚至会向周边城市转移。这是

都市圈(或者说大都市区)形成的发展阶段。这时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并达到初始峰值，但占国家人口的比重

开始逐步下降。随后，人口规模出现缩减，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断降低，进而出现人口规模与占全国人口比

重“双降”阶段。人口向郊区及周边城市转移，人口集中于中心城区的状况相对缓解，并呈现出郊区开始扩张的状况，但中心

城区人口集中的主要特征仍较明显。 

三是人口规模转向回升及甚至超过前期峰值的再扩张与再集聚阶段。这种状况基本上是在国家城市化率达 80%左右时开始，

国家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再次显现，人口规模逐步回升并超过前期峰值，达到第二次人口规模高峰，但占全国人口比重仍

可能在降低，即“一升一降”阶段，纽约及伦敦都是如此。随着周边城市的发展及相应的功能分工承担了部分首位经济中心城

市的功能与人口，这时大都市圈甚至全球城市区域及城市群空间逐步形成，即使国家人口减少，但其占全国人口比重也会增加(如

东京)。当然，由于国家人口规模、城市群数量、人口政策、空间面积及地理等因素，使得国家首位经济中心城市人口净流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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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与国家整体城市化率上升阶段的变化有一定的差异，甚至出现短时期的不同，但总体规律是相似的。 

二、上海人口规模与空间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人口规模远未达到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应承担的水平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到 63.89%。对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来说，前几年人

口却出现了净流出的现象，而没有像东京、纽约及伦敦那样，在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 70%左右时人口规模达到峰值。2014 年，

上海人口规模(2426 万人)及占全国人口比重(1.774%)达到峰值后，2015 年与 2017 年两次出现了人口规模减小的情况。但随后

人口规模逐步增加，到2019 年常住人口达到 2428 万人，超过2014 年的前期峰值，经历了 5年的短暂调整期。这与东京的人口

调整阶段(1992—1998 年)相似。但与东京不同的是，上海人口规模变化是在国家城市化率处于 60%左右时，而东京是在国家城

市化率处于 75%以上时。上海人口规模及占全国人口比重情况见表 2。 

表 2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及占全国比重情况 

年份 
全国人 

口/万人 

国家城市 

化率/% 

上海常住 

人口/万人 

上海常住人口 

占全国比重/% 

1950 55196 11.2 493 0.893 

1960 66207 19.8 1056 1.595 

1970 82992 17.4 1073 1.293 

1980 98705 19.4 1147 1.162 

1990 114333 26.4 1283 1.122 

2000 126743 36.2 1641 1.295 

2010 134091 49.9 2303 1.717 

2014 136782 54.8 2426 1.774 

2015 137462 56.1 2415 1.757 

2016 138271 57.3 2420 1.750 

2017 139008 58.5 2418 1.739 

2018 139538 59.6 2424 1.737 

2019 140275 60.6 2428 1.731 

 

从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占全国人口比重看，东京人口占全国比重峰值是 10.99%(1965 年),此后有所下降，但2018年又回升到

10.94%。纽约人口占全国比重峰值是 5%(1950年),到 2018 年占 2.5%。上海人口占全国比重峰值是1.774%(2014 年),近几年逐步

降低，2019 年为 1.731%。所以，从占全国比重看，未来上海人口发展还具有上升空间。特别是在国家城市化率还未达到 70%之

前，上海人口规模与集聚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对照纽约人口在美国城市化率为 64%时达到峰值，上海人口规模在“十四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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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会保持扩张，2015年及 2017 年的人口减少是由于特殊情况所致，上海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张的趋势不会改变。根据上海经济发

展劳动力需求预测，未来上海 3000 万人以上常住人口规模是适当的，按照纽约人口占全美比重 2.5%计算的话，上海大约可保持

3500 万人的人口规模，国外一些著名规划专家也预测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将达到 3000 万人以上。上海人口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比重

也低于纽约人口在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的比重，上海最多时仅占16.3%,而纽约最多时占 18.2%。 

(二)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中与郊区人口密度较低的格局并存 

中心城区面临“人口规模困局”和“人口活力困局”。上海人口分布区域差异很大，上海外环外人口密度约 2000 人/平方

公里，仅相当于内环内人口密度的 7%。从全球城市横向比较看，上海核心区域人口规模已经不低，人口密度仅低于孟买(图 3),

因此需要加以控制及实施人口结构的空间转换，促进郊区人口规模发展。 

 

图 3 2018年全球主要大都市核心区域人口密度 

资料来源：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统计局。 

与此同时，中心城区非经济活动人口(特别是老年人)比例过高，上海超过 60%的非经济活动人口集中在外环内，而且越靠近

城市中心，非经济活动人口比例越高。上海老年人口在中心城区分布最为稠密，从中心到外围密度逐步下降，且区域不均衡问

题显著。其中，黄浦区、静安区、虹口区老年人口密度最高，超过 1万人/平方公里；其次是宝山区、长宁区、徐汇区、普陀区、

杨浦区、闸北区，老年人口密度超过 1000 人/平方公里；而浦东新区、嘉定区、松江区、金山区、奉贤区、青浦区老年人口密

度较小，在 190～750 人/平方公里之间；崇明区老年人口密度最小，仅为 184 人/平方公里。 

目前，郊区没有成为吸纳人口的“洼地”及人口流向的“盆地”,五大新城规划的人口目标任重道远。上海的热能指数显示

中心城区的数值很高，但辐射能力较差，没有显示出在某一方向有较长的延伸，呈现出明显的单中心结构，且其人口主要聚集

在以黄浦区为中心、半径约 15公里的外环内。所谓的城市“副中心”(如五角场等),从整个上海行政面积看，距离市中心太近，

并不能起到延伸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这种距离较近的“副中心”设置，更像是中心城区的扩大，而不是基于城市内部结构调

整而做出的布局，没有形成中心城区—郊区的联动发展。因此，五大新城的构想是形成上海中心城区辐射能力、促进上海人口

规模及结构转变的重要方向，但现在五大新城的常住人口密度平均在 0.6 万人/平方公里左右，远低于中心城区 2.3 万人/平方

公里的平均密度。五大新城现有常住人口规模大约在 250 万人，青浦新城(59 万人)与松江新城(75 万人)超过 50 万人，南汇新

城仅为 30万人。按照郊区五大新城2035年承担500 万人口的发展目标，15年时间需要人口规模翻番，任务比较艰巨(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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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年上海人口密度分布情况 

(三)人口老龄化及劳动力本地供给问题将凸显 

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表 3),从 2010—2020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看，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而且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最快，2020 年上海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占到 23.40%,比 2010 年上

升 8.30 个百分点，分别比北京高出3.8 个百分点，比广州与深圳更是分别高出 11.99 个百分点和 18.04 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应

的是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海最低，仅占总人口的 66.80%,远低于深圳(79.53%)。2010—2020 年，上海劳动年龄人

口占比下降 9.50 个百分点。上海 0～14岁人口比重尽管是上升的，但上升幅度是最小的，仅为1.20个百分点。这表明10年后

上海劳动力本地供给的数量相对有限，会严重依赖外来人口。 

(四)城市体系存在等级上的断层性和规模上的缺失性 

在上海“中心城—新城—新市镇—一般镇—中心村”城镇体系建设中，现在中心城区人口是1000万人左右，郊区新城人口

最多的也不超过 180 万人，而且主要是大学城导致的人口流入所致，新市镇最多的只有 20多万人口。第一层级与第二及第三层

级之间人口规模相差太悬殊，中间缺失了大城市或中等城市的能级层次，郊区新城及新市镇现在无法承接中心城区的功能。郊

区新城在社会事业、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上配置不足，发展定位则是以制造业发展为主，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因此，应让新

城的发展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并有其自己的主导产业，即能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还能对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起到

集聚和辐射作用。将五大新城打造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是上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长三

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网络体系的必然要求。 

表 3国内主要城市人口年龄结构 

城市 

0～14 

岁人口 

占比/% 

与 2010 

年相比/ 

百分点 

15～59 

岁人口 

占比/% 

与 2010 

年相比/ 

百分点 

60 岁及 

以上人口 

占比/% 

与 2010 

年相比/ 

百分点 

上海 9.80 1.20 66.80 -9.50 23.40 8.30 

北京 11.90 3.30 68.50 -10.40 19.60 7.10 

杭州 13.02 1.63 70.11 -5.09 16.87 3.47 



 

 8 

广州 13.87 2.40 74.72 -4.07 11.41 1.67 

深圳 15.11 5.14 79.53 -7.50 5.36 2.36 

 

(五)人才流出现象明显，生活成本高使得户籍吸引力逐步弱化 

从近几年上海研究生毕业去向看，上海人才流出现象逐步显现。以上海某高校财经类专业硕士、博士毕业生为例，2016—2018

年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就业的比例逐步降低，从 2016 年的 83.3%下降到 2017 年的 78%、2018 年的 66.7%,下降趋势十分明显。

其中，重点学科的硕士毕业生(可直接落户)留在上海的比例同样不高，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比例仅占 76.9%、78.6%、

63.6%,甚至低于非重点学科(不能直接落户)的 86.2%、77.7%、67.7%;博士毕业生留在上海的比例更是在 60%及以下。尽管重点

学科的研究生毕业后有直接落户的有利条件，但上海就业状况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好，这说明户籍对研究生毕业后留沪的吸引力

在逐步减弱。如果说 2015 年上海人口减少是因为生活成本提升所引发的低技能劳动力被动迁移所致，那么，2017年人口减少就

包含了高素质人才理性选择的因素。 

三、促进上海人口规模与空间结构优化的建议 

(一)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要双向发力促进人口及人才进一步空间集聚 

尽管上海人口规模还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现有的人口变化规律表示上海已处于人口规模相对稳定、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

阶段，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吸引人口的政策措施，上海将面临人口流失、老龄化问题严重及劳动力短缺的不利局面。为此，

上海应实施差异化的空间落户政策，进一步加大人口及人才吸引力度，促进人口在中心城区与新城集聚。一是加强中心城区的

集聚功能，打造上海四大功能的集核地，更要高强度开发中心城区。从东京都 23区经验看，上海中心城区应借助强大的空间中

心、交通枢纽、人口集中及强吸引力优势，通过总部经济集聚和核心功能提升，将自身打造成与东京都23区相媲美的承载全球

城市四大核心功能、体现经济密度与能量的内核及中心区域。二是促进高素质人才及高技能劳动力在中心城区集聚。借鉴东京

“都市再建特别区”实施特殊容积率做法，制定差别化政策，对中心城区重点区域实施特别容积率管理，适当增强开发规模，

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进一步依托企业总部，吸引高素质人才空间集聚。三是运用灵活的人口政策大力吸引人口流入郊

区新城，实现郊区新城人口规模的快速提升。在“十四五”期间实现郊区人口快速增加，利用差异化的就业及户籍政策吸引外

来人口流入，特别是劳动力人口的流入。四是实施“就业—居住—户籍”相统一的新城人口政策，将落户指标下放到新城相关

部门，吸引外来人口流入。2019 年，五大新城所在区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显示，嘉定、青浦、松江约为 58%,奉贤约为

50%,南汇新城所属浦东新区约为 42%,未来新城人口集聚将主要依靠非户籍人口的流入。例如，对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在新城有正式工作岗位的可以有落户资格(如蓝印户籍),但只有在当地工作一定时间(如 3年)后才能真正落户。另外，对上海重

点发展行业需要的人才更要取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落户要求。 

(二)集聚上海重点产业发展，加强新城产业品牌建设，形成与中心城区的产业和功能互补 

加强新城新业发展，结合上海未来产业发展定位与空间发展战略，形成特色产业品牌，加大郊区新城形象建设，突出城市

特色，树立新城品牌，并与中心城区通过交通走廊、经济走廊及创新走廊等连成一片，如嘉定新城的“国际汽车智慧城”品牌、

青浦新城的“长三角数字干线”品牌、松江新城的“G60 科创走廊”品牌、奉贤新城的“东方美谷”品牌、南汇新城的“数联智

造”品牌。郊区新城不但要与中心城区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垂直分工，同时也要与中心城区形成服务业之间的水平分工。借

鉴东京都市圈的做法，不仅把制造业向郊区及邻近城市转移，还要把中心城区相应的行政、教育、商务、居住等服务功能向郊

区转移，实现郊区新城产城融合。同时，市级层面需要予以资金支持以及放权，设立市级专项产业基金，发挥基金的引导和带

动作用，吸引风险投资、产业资本等社会资金共同参与新城的新兴产业发展；扩大区级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特别是在基础设施



 

 9 

的规划建设方面，提高办事效率，优化营商环境。此外，还需实施学校、医院、文体设施等的高标准配置。 

(三)规划新城与中心城区之间的快速及立体通道，打造中心城区—郊区新城的交通与经济走廊 

借鉴东京等全球城市发展经验，以新城为基础高水平规划建设上海未来发展战略空间，将新城与中心城区连接在一起形成

上海经济的辐射空间，如新城与中心城区距离大于 50公里，可依托交通走廊节点设置次级中心甚至是微中心，从而形成中心城

区—郊区新城、中心城区—次级中心—郊区新城的空间走廊，将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有机联系在一起，避免出现资源过度集中

于中心城区及中心城区与郊区割裂的局面。次级中心的区位选择可在中心城区与郊区接合部、中心城区的边缘或者边缘外 5 公

里左右的位置。目前，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与市中心距离大约在 30多公里；而奉贤新城、南汇新城与市中心距离超

过 50公里，与市中心距离相对较远，应在中间位置设计次级节点，从而将新城与中心城区有机联系在一起。同时，将新城打造

成为链接长三角的重要节点城市，从而使上海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 

郊区新城发展要尽快通过高速公路、快速干道及城际(市郊)铁路将中心城区与新城连接在一起。通过点线将中心城区与郊

区新城有效连接，增加郊区新城之间交通网络建设。考虑到郊区货车较多的状况，可规划建设轿车与货车的高速专用通道，提

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力争通过高速公路、快速干道及城际铁路实现新城到中心城区 30～45分钟通达时间。同时，加大区域

内部路网密度，包括新城与上海核心交通枢纽之间的高速干道及轨道交通系统的连接等。这方面上海与东京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东京主要是通过以 JR线为代表的区域轨道、城市轨道将都市圈内城市有效连接，形成有效的交通圈与都市圈。从规划指标看，

上海新一轮轨道交通网络相较东京仍有一定差距，如上海市域和东京交通圈轨道交通线网长度分别是 1949 公里和 2300 公里，

线网密度分别是 0.29 公里/平方公里和 0.36 公里/平方公里。 

(四)借鉴东京实施鼓励老年人口迁出养老及再就业的差异化政策 

日本政府为应对东京老龄人口激增趋势，制定了不少有效政策，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新设一项“地方补贴”,鼓励老年人从东京都移居至其他地方，以缓解首都圈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根据该补贴政

策，从 2015 年开始，如果在东京 23 区生活满 5 年以上的老年人搬去其他地方居住，政府将给予 300 万日元(约合 18.5 万元人

民币)的搬家费。在 2019 年度预算案中，日本政府拨款 85亿日元用于该项鼓励措施，预计会有超过 1万个老年人顺势从东京23

区搬出去。 

二是善用郊区资源满足快速增长的高品质养老需求。东京郊区养老服务产业产生了诸多细分市场，催生了 3 种富有创意的

养老居住形式：(1)与郊区医疗护理机构结合，就近设置养老设施。养老机构通过医养结合模式将邻近优质医疗项目引入养老社

区，医院直接划出闲置床位用于开办养老院等。(2)与教育机构和幼儿园结合，就近建设养老公寓。通过养老设施与幼儿园结合，

消除老年人的孤独感，老年人平日可与儿童共同开展做手工、唱歌等活动，休息时可看到儿童在庭院里玩耍、嬉戏。(3)与郊区

商业地产融合，配置养老服务。东京地产开发商进行立体开发，将老年公寓与普通住宅和酒店公寓有机融合在同一栋高层建筑

中，这既可降低开发成本，又可缓解中心城区养老空间不足的问题。老年人可以继续享受便利的商业设施以及优质的医疗资源。 

三是推动东京都老年人再就业。2017 年 9月，东京都政府发布《东京 2040:城市发展总体设计——创造东京的未来》(以下

简称《东京 2040》),针对人口老龄化提出若干策略。一方面，重点推进老年人多样化的工作方式，支持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就

业，规划到 2022 年男性老年人(60～69岁)就业率达到 56%。另一方面，在促进城市生活便利化以及强化多样化社交的细节上下

功夫，如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住宅无障碍化改造，提供老年人专用住宅，建设商业设施与医院复合型建筑和步行者空间与公共

空间一体化建筑，开发自动驾驶交通系统等。同时，《东京 2040》针对未来人口减少和不断加深的老龄化问题，提出打造集约型

城市结构，并从东京大都市圈整体发展出发，加强东京大都市圈内东京都 23区与多摩、横滨—川崎、千叶、埼玉以及筑波等的

联动和交流，构建承担首都功能的多功能集约型城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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